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受两种语言的制约，还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赞助（patronage）就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赞助并不直接影响翻译活动，但它有时对译作的命运起决定性的作用。德国神学家马丁 ·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在《翻译通告》（Circular Letter on Translation）中讲述了自己翻译《新约》（The New Testament）的遭遇：“德雷斯顿的一名抄写匠偷走了我的《新约》……他把我写的前言、注释和名字去掉，放上自己的名字出版销售……此人的赞助人——某王公贵族竟在前言中禁止人们阅读路德译的《新约》，只准阅读这个抄写匠的译文，而他的译文和我的一模一样，我感到很伤心”（转引自Lefevere,2010:16）。在赞助人约瑟夫（Joseph Jardine）表示愿意支付版费的情况下，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布（JamesLegge，1815-1897）才最终决定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这样才有《中国经典》（Chinese Classics）的问世。
赞助人通过影响译者的意识形态来影响其翻译策略。在贺拉斯（Flaccus Quintus Horatius）的理解中，受赞助人信任的忠实译者无需逐字翻译，只需意译即可（Lefevere,2010:14）。安德烈 ·勒弗佛尔（Andre Lefevere）将文学视为系统,文学系统之所以能与社会其它系统协调共处,是因为它受到两大控制因素的影响,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内,由各种职业人士组成,规定文学生产的诗学；一个在文学系统之外,即赞助,赞助影响意识形态。诗学和意识形态成为影响翻译的两大因素。
迄今为止，中国研究赞助与翻译问题的相关文献少之甚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收录的有关“翻译/赞助”的论文只有8篇，并且多是探讨赞助对宏观翻译活动的影响，如王友贵（2006）考察了从东汉末佛籍翻译至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中的赞助问题，几乎没有人探讨赞助如何影响某个翻译活动的翻译策略。本文借助勒弗佛尔的赞助理论，考察中国第一份译报《澳门新闻纸》的具体编译策略和技巧。
一、《澳门新闻纸》与林则徐的赞助人身份
1839年3月，林则徐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为了“探访夷情”以制定“控制之方”，林则徐在府中组织翻译班子对在华外报进行翻译。其翻译班子的主要成员有：梁进德（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梁发之子）、袁德辉（曾就读于马六甲英华书院）、林阿适（1822年至1825年就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康沃尔和费城的教会学校）、亚孟（曾就读于印度的教会学校）。他们选取《广州周报》（Canton Press）、《广州纪事报》（Canton Register）、《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等在华外报的新闻和评论进行翻译，其中《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两家英文周报最初在广州出版，1839年因中英关系紧张而迁往澳门。“在广州居住的英国人于1839年5月搬迁到澳门以后，《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等报纸就暂时在澳门出版”（Britton,1966:33）。此外，还有少量文章译自在澳门发行的新加坡、孟买、加尔各答、伦敦、悉尼等地出版的外文报纸。林则徐将这些译报材料提供给两广总督、广东巡抚、海关监督，并抄报朝廷，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参考。后人将这些译自澳门外报的材料称为《澳门新闻纸》。
目前，《澳门新闻纸》存有6册，“原系两广总督邓廷桢之曾孙——邓邦述（号正闇）家藏书。新闻纸，即报纸，澳门新闻纸系指澳门的报纸，该书是从一八三八至一八四〇年十一月间澳门报纸上摘译的有关中国、新加坡、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及广州、澳门、悉尼、孟买等城市的新闻报导与评论” 1。林则徐的译报活动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创举。 “《澳门新闻纸》是中国最早的译报, 也是中国人自主办报的先导”（王海,2007）。
赞助指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创作、改写的权力（Lefevere,2004:15）。此处的“权力”不只指一种压迫力，而更倾向于福柯式的定义，即“权力之所以有效，之所以让人接受，是因为它不只压迫我们，不只对我们说不，它还跨越于各种事物之间，创造出各种事物。它能制造愉悦、创造知识、打造话语”（Foucault语，转引自 Lefevere，2004：15）。换言之，赞助主要指促成事物形成的力量。勒弗佛尔认为，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群体、宗教教派、政治团体、社会阶层、皇室等。赞助包含三个基本成分：意识形态、经济成分和社会地位。这三个基本成分有不同的组合方式。赞助人可能只控制译者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既控制意识形态，又给译员提供经济资助，或者三种基本成分均施与译员。如果三个成分全部由赞助人施与，则此赞助为“不可分型”赞助，否则就称为“可分型”赞助。在《澳门新闻纸》的译报活动中,林则徐对译员的赞助在这三个成分中均有体现，为“不可分型”赞助人。
（一）经济资助
林则徐对这些译员采取聘用制度，给予他们谋生的手段，让他们能够安心地从事翻译活动。以林阿适为例，马礼逊教育会会长颠地（Lancelot Dent，1799-1853）说，林则徐“诱骗”其中一名“最勤奋和最优秀的男生”。在驻广东期间，林则徐一直让他（林阿适）全职翻译“英文报刊和书籍”，“……他受到良好的待遇，月钱丰厚”（Britton,1966:32）。
（二）社会地位的提升
林则徐提升了这些译者的社会地位。在翻译《澳门新闻纸》之前，这四位译员中，袁德辉曾就职于清政府的理藩院。除此之外，据方汉奇（1996:454）记载:梁进德是伦敦布道会的刻工,亚孟在印度教会学校读书十多年,曾从事《圣经》的翻译工作。林阿适曾在外国商行里教过中国职工的英文。这些译员出身低微,而在林则徐这位当朝钦差大臣的行辕里任职，跻身于官员之列，自然身份不会比之前逊色。
（三）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似乎是指导我们行动的形式、惯例和信仰的框架（Jameson语，转引自 Lefevere，2004：16）。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关系最密切的意识形态体现在他组织翻译的目的。从林则徐在《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六条》一文中可以看出其目的：“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同聚，闻见最多，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印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亦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雇有翻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虽近时间有伪托，然虚实可以印证，不妨兼听并观也”（杨国桢,2004:141）。林则徐组织翻译活动旨在监督外国人的行径，了解“夷情”，制定控敌之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译员翻译了很多关于各国夷情的文章。林则徐对吸食鸦片的中国人充满了同情，在《筹议严禁鸦片章程折》中写道：“再，臣十余年来，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麻”（杨国桢,2004:79）。作为赞助人，林则徐的这些意识形态倾向性自然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技巧。例1：
原文：The European spirit-drinking debauchee is a violent, often a furious madman.
Crimes of all degrees of heinousness are committed by him, and he ends his days, perchance,
under the just sentence of the law for those crimes. The Chinese opium debauchee is a
dreaming, quiet, and useless member of society. He, too, ends his days in a pitiable state (摘
自 Chinese Repository).
译文：欧罗巴好饮人多有凶恶强暴，其所犯之最皆系豪气之最，临死之日，
依法例定案，中国人食鸦片却系梦睡无用之人，临死之日，其光景实在可怜（澳门
一千八百四十年正月十八日新闻纸即中国十二月十四日所译的新闻）。
原报纸文章中并没有“实在”这一词的英文，译者在这里采用增译的技巧，在译文中添加“实在”这一表示确认的副词，加强了对吸食鸦片者同情的口气。
在勒弗佛尔看来，古代担任不可分型赞助人的一般是集权君主，不可分型赞助人对译员控制的权力之大、制约范围之广，是现代社会的翻译赞助人无法比拟的。林则徐的不可分型赞助对译者翻译《澳门新闻纸》产生重大的影响，译员几乎成为林则徐的替身。后来，魏源对《澳门新闻纸》文本进行分类、加工、润色，编辑而成《澳门月报》，收录在《海国图志》，直接署名林则徐译，而没有提到真正译者的名字。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后，《澳门新闻纸》的翻译班子也随之解体。“袁德辉转而从事中国历史和古籍去了，梁进德‘也同时辞了职，虽政府极力挽留，亦属无效’。嗣（梁进德）为耆英所聘，最后梁进德曾在中国海关供职”（方汉奇,1996:456）。
二、《澳门新闻纸》的编译策略
勒弗佛尔认为,相对于诗学而言,赞助人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赞助人授予作者或译者创作或翻译的权威。接受赞助就意味著作者或译者在赞助人设定的系数中工作，能够并且愿意承认赞助人的地位和权力。《澳门新闻纸》的翻译班子在译文选题和翻译策略上深受林则徐的意识形态的影响。
（一）《澳门新闻纸》的选题
作为主持禁烟活动的钦差大臣,查禁鸦片是林则徐的首要任务。毫无疑问，在《澳门新闻纸》中，与鸦片有关的译文比例较大。邓邦述在藏书序中:“六册中记鸦片事甚多” 2。除了论夷情和论鸦片之外，《澳门新闻纸》的其它三个主要选题是：论茶叶、论用兵、论中国。
首先，鸦片造成清廷大量的白银外流，而茶叶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林则徐在《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中写道，“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杨国桢,2004:93）；在《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林则徐对两者的贸易有进一步区分，“而大黄……多者不过一千担，惟茶叶历年所销，自三十余万担至五十余万担不等”（杨国桢,2004:117）。可见，林则徐对茶叶贸易的消息格外重视。其次，林则徐在第一次英中战争中感受到了外国的侵略野心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中国水师的落后。“整体上讲，中华民族对1839-1842年的第一次英中战争没有反应。只有少数有思想的官员似乎明白英国舰队的存在和力量暗示着什么。钦差大臣林则徐1839年来广州，担任查禁鸦片的全权代表，监管外国人的行径。 ”（Britton,1966:30）。这些促使译员摘译外报中有关茶叶、用兵以及中国的外国新闻。
译员具有朴素的“便捷”意识，翻译的材料“大致按日期先后顺序排列，约有一百五十多篇译文，每篇多则三千余字，少则近百字，内容有一日一事，也有多日多事，有新闻报导或评论文章，也有夹叙夹议之文” 3。如果翻译是一日多事，不同的事情用“又”字连接起来，使内容更加集中,方便林则徐获取信息。
（二）《澳门新闻纸》的翻译策略
林则徐感叹“沿海文武员弃,不谙夷情,震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4，他通过译报了解外国信息，这在当时是一种超前的意识形态，居于主流意识之前。当时清政府盲目自大，以天朝自居，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官员对外国文化采取拒绝的态度。“中国文化过于成熟,喜欢追溯历史,不关注现状和未来,自然而然中国知识分子也倾向于回顾式思考。人们普遍只关心自己周围的事务，对其他地区的事情不感兴趣，更不用说外国的情况了”（Britton,1966:2）。有些官员甚至以了解外国信息为耻。“其后任琦善主政广州,当有人报告夷情时竟勃然而怒: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黄旦,1998）。外语和外报一直是中国官员排斥或不入眼的语言和文学形式，无法与本民族的作品相提并论。而译员们在不可分型赞助人林则徐的赞助下翻译外国报纸，这决定了《澳门新闻纸》的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异化翻译的实践。异化是一种另类文化实践，它发展在本土处于边缘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价值观，包括因抵抗本土价值观而被排斥的异域文化（Venuti,1995:148）。
《澳门新闻纸》的异化翻译策略首先表现在选题之“异”。“中国的报纸，不管是大城市的还是地方性的，是个高度发达的系统，旨在传播政府行为和思想”（Britton,1966:15）。文体多为皇帝口谕、政令、赦令、官员奏折等。而“西方的报纸重视技术、商业、金融、以及自由的政治讨论”（Britton,1966:17）。《澳门新闻纸》的五个主要选题均是被中国主体文化所排斥的主题，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实践。
《澳门新闻纸》的异化翻译策略还表现在“语言之异”和“文化之异”。译文越接近原文的措辞特点，对读者来说异化的程度越高。在《澳门新闻纸》的专有名词翻译上，译员并没有用本民族相应的词汇替代，而是将其音译，中文读者无法对其产生意义联想，陌生感十足。国名、人名、机构名的音译例子如下：
	国名
	原文
	England
	Hamgurgh
	Cuba
	Germany
	France

	
	译文
	英咭利
	寒脉
	咕麻
	耶嘛呢
	佛兰西

	人名
	原文
	Elliot
	Dent
	Bruce
	Davis
	Parker

	
	译文
	义律
	颠地
	没噜吐
	地咪吐
	伯驾

	机构名称
	原文
	House of Commons
	House of Lord
	East India Company
	Cambridge
	Parliament

	
	译文
	甘文好司
	律好司
	因底阿好司
	甘米力治
	巴利满

	其它
	原文
	Pound
	Christian
	Brandy
	Rupee
	Catholic

	
	译文
	棒
	克力士（顿教）
	没兰地鲁卑
	加特力教
	 


原文：Having already taken severe measures, there ought not to be one catty of opium in the fleet, nor does her majesty’s flag fly in the protection of a traffic declared illegal by the emperor, and, therefore, whenever a vessel is suspected of having opium on board, captain Elliot will take care that the officers of his establishment shall accompany the Chinese officers in their search, and that, if after strict investigation, opium shall be found he will offer no objection to the seizure and confiscation of the cargo. Again, if the consignee of a vessel profit by opium on board of her and does not declare the same to him, that it may be reported, he will offer no appeal if the firm be expelled from the empire (摘自 Chinese Repository ) .
译文：我已经出严法，不应有一斤鸦片在各船上，英咭利国王之旗飘动非是保护犯法之贸易，若船上有鸦片者，义律即小心遣官，同中国官府一同查验，倘经查出有鸦片在船不敢阻挡，必将货物入官，坐庄客知其船上有鸦片，不早对义律说明被查出时即将此坐庄客赶出境（澳门十月二十六日新闻纸即中国九月二十日）。
该译文是《澳门新闻纸》逐句翻译的典型代表。最后一句是个条件句，条件句常规的汉语行文是偏句+正句，此句常规汉语译文应为“若查出坐庄客知其船上有鸦片而不早对义律说明，即将此坐庄客赶出境。 ”但是译者并没有按照汉语的习惯行文，而是保留了英语的句子顺序，使译文读起来有怪异性。例3：
原文：Mr. Davis informs us that a letter written from Siberia in 1819 stated the quantity annually carried to Russia was about 66,000 chests, containing upwards of five millions of pounds. In 1830, the imports are said to have been 5,563,444 lbs; in 1832, they were 6,461,064 lbs. The teas, which are mostly of the blacks sorts, are carried from Kiakhta, overland to Tomsk, and thence partly by land and partly by water, to Novogorod. A Danish ship now and then arrives at Whampoa; and Swedish and Prussian ships come at intervals, but what proportion of their expert cargoes is tea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ascertain (摘自 Chinese Repository ).
译文：地咪吐由西北厘阿寄来之信，俄罗斯去茶叶有六万六千箱计，重五百万棒。在一千八百三十年去五百五十六万三千四百四十四棒。在三十二年去六百四十六万一千零六十四棒。皆系黑茶，由旱路自客克图运到担色。有两条路，一条水路一条旱路，均是运到娜窝额罗。黄旗船常至黄埔。绥领船、普鲁社船亦常到黄埔，然我等不能知其装载出口之货物有多少(澳门十月十九日新闻纸即中国九月十三日的所译的新闻)。
原文的句法特点和顺序在该译文中差不多全保留了下来。其中“皆系黑茶，由旱路自客克圗运到担色。有两条路，一条水路一条旱路，均是运到娜窝额罗”这句话也偏离了汉语的行文逻辑，各个小分句均不完整，更像是将原文信息按照原文的出现顺序拼凑成的句子，异质性明显。其次译文中的年份也是异化译法，当时中国的年份表达法采用帝王纪年和天干地支纪年法，如嘉庆元年庚辰年。此处译者没有采用标准用法，而是照搬了英美的年份表达法，保持了原文风貌，将原语文化信息传给读者。例4：
原文：The high commissioner and the govern of these provinces having this day violated their engagements, made under their signets, to conduct the trade outside of the port of Canton, having peremptorily demanded the murderer of Lin Weihe, and the entrance of the ships within the port of Canton, with the signature of a bond of consent by the commanders to trial by Chinese officers for offenses declared to be capital, or the departure of the ships from these coasts in three days; the whole under menaces of destruction: the chief superintendent has now to require all commanders of British ships to read this paper to their crews, and forthwith to prepare for sea and proceed to Tungkoo bay; the anchorage at Hongkong being liable to surprise by fire-ships and war boats(摘自Chinese Repository ).
译文：钦差总督有印约定在港外贸易，今日背约定要杀死林维喜之凶手，又要各船于三日内出结候中国官府验明进口，三日之外即须离此海岸，首领事今问英咭利之各船主并将此字读与众水手听之，随即豫备出海往铜鼓海去湾泊，若仍在尖沙嘴湾泊必遭火船战船（澳门十一月初二日新闻纸即中国九月二十七日所译的新闻）。
此处，除了第一句的原文被翻译成转折关系的复句，调整了顺序之外，其它的译文几乎就是顺着原文的句子走。最后一句话异化倾向最明显。按照汉语的表达法，该句的译文应该是“若仍在尖沙嘴湾泊必遭火船战船的袭击”，这是汉语搭配习惯造成的。搭配指话语中的某些表达法与另一些表达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它们必须相互搭配使用火习惯性共现，才能使整个话语具有衔接力（莫爱萍,2010:52）。在汉语中，“遭”、“遭受”一般是和“打击”、“袭击”搭配在一起的。这里译者并没有按照汉语的行文习惯，而是追求译文和原文的形式对等。此外，清朝官府用语多为正面委婉之辞，而这里译者毫不避讳，语言辛辣，将指责林则徐的“背信弃用”的话直译出来，不加修饰和润色，是一种非标准的语言形式。
三、结语
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像勒弗费尔一样，认为赞助（通过影响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是影响翻译的两大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翻译活动中，它们对翻译的影响呈现不同的特点。1839-1840年的《澳门新闻纸》的翻译主要受不可分型赞助人林则徐意识形态的影响，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一方面，《澳门新闻纸》的翻译虽然只是为林则徐提供夷情，供制定方略参考，但译员对原文进行以我族为中心的挪用，通过异化翻译再现另类文化，产生一种直接引语的效果，满足林则徐了解第一信息的习惯，从而把翻译提上了本土的文化政治议程；另一方面，正是赞助人林则徐和译员们这种另类的文化姿态，《澳门新闻纸》的异化翻译能够彰显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发挥文化重构的作用，使那些偏离我族中心主义的译文得到认可，林则徐曾多次将所译新闻纸抄本分送给广东巡抚怡良等同僚参考,还曾将抄本供道光帝阅览。后来，“道光帝兴致很高，开始了解有关外国的情形”（倪玉平,2008:179）。
继林则徐之后，“光绪初，上海机器制造局延美人金理楷、林乐知等翻译外报，每日或数日择要闻十余条，印送官绅阅看，其式如手折，其刊印成册者，名曰《西国近事汇编》，至光绪二十四年始止。此乃译报之大观”（戈公振,2003:117）。其翻译模式与《澳门新闻纸》的翻译模
式相差无几，不能不说没有受到《澳门新闻纸》编译的影响。
